
就敦煌壁画的发展历史而言 ,西夏( 1038—1227) 是一个不被重视的时段。对于西夏王朝统

治下的敦煌地区的壁画发展状况 ,学界一般是将其纳入五代宋壁画的总体框架 , 以为其画工画

意都承继前代发展的惯性 ,处于一种整体的衰落之势中。然而通过对敦煌地区西夏壁画的一番

实地考察 ,笔者认为此期壁画的成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忽视了。莫高窟的西夏壁画遗存虽然

乏善可陈 ,但在邻近的东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 ,却出现了一些让人惊叹的绘画杰作 ,如段文杰所

言,“大有异军突起之势”①。在此笔者拟根据实地考察所见对西夏壁画在内容、技法、境界上的突

破作出新的评价。

1. 新题材因素的渗入而带来的新的风格面貌

西夏时期敦煌壁画发生的一些变化是与新题材新内容的渗透分不开的。此期壁画内容与该

地区的佛教发展状况相适应 ,即显、密结合 ,并兼容汉、藏、回鹘等多民族因素 , 表现为多元的包

容的文化状态 ,其中尤为深刻的影响来自于藏传佛教。敦煌地区曾于公元 781—848年间受控于

吐蕃,但此期敦煌壁画除了出现了一些藏式着装人物 ,没有看到明显的来自藏区的影响。藏传佛

教绘画因素的真正渗入是到了西夏后期 ,藏传佛教得到西夏统治者的大力倡导的情况下才出现

的。

天盛十一年( 1159) ,仁宗仁孝延请藏传佛教噶举派噶玛支系初祖都松钦巴弟子格西藏索哇

进入西夏 ,并尊之为上师。统治者的倡导极大推动了藏传佛教向西夏属地的传播 ,无论是地处偏

远的黑水城还是作为西北重镇的凉州( 武威) ,都发掘出大量制作精美的藏传佛教绘画作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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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时期敦煌壁画的变调与创新
———敦煌壁画研究中被忽视的方面

西夏时期虽然已为敦煌壁画发展的晚期 , 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 , 西夏敦煌壁画仍在风格、技法、境界上获得了新的

突破。其首先表现为藏传佛教绘画因素的渗入 ,带来了新的风格和技巧 ,刺激了西夏敦煌壁画新面貌的产生和多样化

发展的可能 ;其次表现为与同期汉地审美趣味的变化相呼应 ,西夏敦煌汉系佛画在自身的演进中发展出了新的技法 ,

达到了新的艺术境界 ,其成就足以体现那个时代佛教绘画的最高水平。

① 段文杰:《敦煌壁画概述》,《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敦煌壁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年版 ,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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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风格的纯正来看 ,可以想见藏传佛教在西夏属地深入推广的情况。在这样的宗教氛围中 ,即使

是保有深厚的汉系佛教绘画传统的敦煌地区也难免受到来自藏传佛教绘画因素的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一股宗教神秘氛围的弥漫。唐以后 ,汉地佛教艺术的世俗化倾向渐趋

强烈 ,敦煌壁画沉浸于对佛国净土庄严极乐氛围的描绘中。那些被描绘得富丽堂皇的诸净土世

界 ,不过是一个改头换面的“人间天堂”,呈现的是有情大众对极乐净土的世俗性想象。藏传绘画

因素的渗入直接体现为对这种世俗性的抽离 ,与汉传佛教艺术表现出的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慈

悲境界或极乐境界不同 ,藏传佛教艺术往往通过强化神秘与不可测因素 , 来保持信仰世界的神

圣、威严,其佛画境界带有与世俗生活相隔离的抽象元素和诡异色彩。因此 ,在那些渗入了藏传

佛教艺术因素的敦煌壁画中 ,我们首先获得的是一种异于常态( 特指汉地) 的神秘感 :既异于日

常理解的常态 ,也异于当地佛画传统的常态。

以东千佛洞第 2窟壁画为例 ,该窟是东千佛洞壁画保存最为完好的洞窟。它综合了汉藏、显

密等佛教内容。该窟前室藏密氛围浓郁 :窟顶为密宗坛城图 ,南北壁分绘有十一面观音变和八臂

观音变 ,东壁入口两侧壁分别为四臂观音变和八臂观音变。这些经变的构图方式和菩萨造型与

该窟甬道及后室的汉系风格佛画差异巨大 :胁侍菩萨或坐或立 ,层叠有序地环绕主尊 ,人物之间

几乎不留空档;众菩萨从面貌、姿态到佩饰都带有明显的波罗风格印记———裸露而不失清纯 ,妩

媚而略显僵硬 ,与黑水城出土的藏传风格绘画上的菩萨造型高度一致 ;整体画面的色彩虽已年

久变质,但看得出是以暖色作底 ,用以点缀的靛青与之对比强烈 ,形成艳丽的视觉效果。走进前

室 ,浓烈幽暗的色彩、带有异域风格的菩萨造型及其特定的排列方式共同营造出一种神秘的宗

教氛围。

这种神秘氛围的产生,从艺术的角度看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独特的象征语汇的运用 ,

二是异于汉系佛教艺术的风格来源 ,三是绘画程式的独特要求。

所谓独特的象征语汇是指藏传佛画别具一格的象征体系。象征是一切宗教艺术的基本品

格。但由于藏传佛教尤重颇具私秘色彩的密教修习方式 ,自有一套繁琐神秘的修法仪式 ,以配合

僧侣修法时营造神秘庄严的氛围。与此相适应 ,藏传佛教艺术的象征性更表现出神秘、怪诞的特

征。比如在该窟中出现的曼荼罗( 坛城图) ,其基本形式为方圆互套的坛城构架 ,象征着藏密对于

宇宙的独特理解 ,在图解深奥义理和引导修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与亲切的形象化的汉

系佛教艺术世界相比 , 是完全不同的象征系统 , 其话语风格差异之大 , 存在着几

乎不可通约的隔阂。

就风格塑造来说 , 影响敦煌绘画较深的卫藏地区的绘画艺术形象主要参照

的是流行于 8—10世纪的波罗艺术样式。这种形式传至藏区后 , 形成了所谓“西

藏波罗风格”。它强调对造像仪轨的尊崇 ,在构图上趋于程式化 ,画面色彩效果强

烈 ,保留了波罗造像的一些基本特点 ,比如“苗条夸张扭曲的身形 ,特殊的珠宝装

饰,尖顶的头冠 ,臂上的三角装饰 ,线条形体的强调”①等等。和汉系佛画艺术形象

相比 ,其突出的特征还表现为在描绘富于性别特征的躯体上具有相当的开放性 :

佛、菩萨虽身裹袈裟 , 但依然明确地透露出袈裟之后身躯的起伏变化 ;女性神灵

则是乳房高耸、腰肢纤细修长 ,常以髋部扭曲的舞蹈姿势或坐或立。比如东千佛

洞第 2窟的一幅立菩萨像( 图 1) , 脸形略方 , 眉眼弯曲呈波状 , 颔首 , 以七分面朝

向主尊 ;身姿苗条修长 , 扭转略呈“S”形 ;右手胸前结印 , 左手自然垂下 , 持一花

枝 ;上身袒露 ,着波罗冠饰 ,下穿裙裤 ,但衣薄透体 ,似只着一短裙。与之相对 , 汉

文明向来讲究衣冠礼仪 , 佛教形象进入汉地不久 , 就变得衣饰谨严 , 躯体与性别

消弥在衣裾的飘拂中 , 对衣纹动态的刻画 , 造就出所谓“天衣飞扬 , 满壁风动”的

① 巴勒 :《西藏艺术 : 洛杉矶郡立博物馆艺术品图录》, 转引自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

究》,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22—23页。

图 1 立菩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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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国世界。

就绘画程式而言 ,相较于汉系佛画的程式 ,藏传佛教绘画的程式要求更为详细、严格。这种

风格的形成基于藏传佛教对佛教艺术品宗教功能的特别强调。为了使宗教绘画与世俗绘画相区

别 ,藏传佛教绘画有一系列必须严格遵守的规范 ,《大藏经·工巧明部》中的“三经一疏”①对这些

规范作了详细的描述 ,它们是画工必须依从的规则。如东千佛洞第 2窟的前室 ,从尊像的面容、

身姿、佩饰、基座到佛画整体的组合排列方式、施色特点 ,都表现出一种高度规则化的风格印记 ,

因此即使是这些受藏传佛教艺术间接影响下形成的作品 ,也让我们明显感觉到印度、尼泊尔造

像特点的保留。这种严格的绘制规范有可能限制画工个人风格的表现 ,但同时也使其画作展现

出某种与时间相抗衡的神秘性与恒久之美。

如此相异的语汇 ,要融入中正平和的汉系佛画体系 , 必然带来与汉地佛画传统相异的风格

面貌,也即从汉系佛画的角度来说的神秘诡异特征。然而就整体的情况看 ,西夏时期的敦煌壁画

对这种外来画风的接纳还是相当保守的 ,这种保守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表现在对藏传佛

教绘画语言的接纳上。前文已述 ,藏传佛教艺术的象征语汇有其独特性 ,除了广泛采用曼荼罗的

构图形式 ,其象征语言还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多狰狞恐怖的愤怒造像。汉系佛教艺术虽也有金

刚怒目、牛头马面之属 ,但总体而言中正平和 ,佛、菩萨世界可谓是法相庄

严。但在藏系佛教艺术中 ,佛、菩萨、护法、佛母都可能呈现出狰狞的形象 ,

或青面獠牙 ,或肢体异常 ,其佩饰和持物也多让人触目惊心 ,比如骷髅冠、

剥皮刀、头骨碗、蛇形饰物等等 , 对于不了解密教义理和修习方式的人来

说 ,这样的风格特征既怪诞又难以理解。二是多女性神祇和双身像。在汉

地讲究男女大防的道德氛围中 , 佛、菩萨日渐消弥了性别特征 , 多尊并立

的偶像之间 ,有主次之分 ,却较少形体牵扯 ,无论主尊还是胁奉 ,或庄严持

重或虔敬慈悲 ,绝无妖娆魅惑之态。而在藏系佛教中 ,由于密宗教义赋予

女性神灵特殊的象征意义和修持地位 ,在藏传佛教艺术中存在大量明妃、

度母等女性神灵和双身佛的形象。这些女性神灵的性别特征不是被掩饰而是被彰显 ,双身像的

构成姿态更是难以被汉地道德观念接纳。这样的神灵体系 ,与汉地佛教艺术单纯、平静、庄严的

氛围比较起来 ,显得纷扰而放纵。但在此期的敦煌壁画中 ,愤怒造像只是零星出现 ,基本表现为

金刚怒目的明王形式 ,汉地的观念似乎是很难接受慈悲的佛、菩萨、佛母以青面獠牙的

面貌出现。而以男女交合形式出现的双身像在西夏其他区域大行其道之时 ,却不见于

敦煌壁画,可见敦煌地区汉文化观念的强大( 莫高窟 465窟的年代存在很大争议 ,且以

单窟的形式出现 ,是敦煌壁画传统中的一个异数 ,因而理论上不具有代表性) 。曼荼罗

是一种被广泛接纳的绘画语言 , 但是通过与同期西夏其他地区出土的曼荼罗相比 ,我

们可以看到 , 在曼荼罗的构件、组织、结构组合上 , 敦煌画师都将其大大简化并汉化了

( 这一点将在后文讨论) 。

其次表现在对绘画风格的改造上。在具有藏传佛教因素的西夏敦煌壁画窟中 ,总

体的情况是汉藏、显密结合 , 显教经变、汉密图像均表现为汉地风格 , 藏密内容则表现

为藏传绘画风格。但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 , 这其间有风格的渗透和变异 , 一方面表现

为 ,藏传绘画的因素影响到汉系佛画 ,丰富了汉系佛画的表现手段。比如在东千佛洞第

2窟中的水月观音( 图 2) 和涅槃变属于汉画风格 , 但在着色上 , 以赭红为主基调 , 并以

这个色系上不同色阶的变化来处理画面远近、高低、深浅等色彩需求 ,形成统一又富于

微妙变化的色彩效果 ,温暖且含蓄 ,和敦煌绘画传统偏于蓝绿的色彩风格相区别 ,同时

又与前室以藏传佛画为主的风格在色彩上形成了统一。另一方面是汉画技法渗入藏传

佛画 , 改变了藏式佛画的风格特征。比如该窟甬道侧壁上有藏式风格的观音菩萨( 图

① 即《绘画量度经》、《造像量度如意珠》、《造像量度》、《佛说造像量度经疏》。

图 2 水月观音局部

图 3 观音菩萨

西夏时期敦煌壁画的变调与创新———敦煌壁画研究中被忽视的方面

117



文艺研究 2008年第 10期

3) , 她手攀树枝 , 身姿妩媚 , 着波罗冠饰 , 但与典型的藏密菩萨像相比 , 在情调和气质上相去甚

远 :观音身着靛青色汉式开襟坎肩 ,头顶有柔软低垂的柳枝 , 身后为蒸腾弥漫的云气 , 氛围清幽

隽永,其典雅的风格与汉地传统审美趣味趋同。

藏传佛画因素的渗入 ,为敦煌壁画敷上一层神秘诡异之美 ,但同时 ,又或多或少地发生着变

化以适应敦煌壁画总体风格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接纳与改造的共同作用下 ,敦煌西夏时期壁画

显示出独特的时代面貌。

2. 该地画工在融会相异因素时表现出卓越的驾驭能力 ,并由此而衍生出多种风格样式

藏传绘画风格的渗入为西夏时期敦煌壁画的发展带来新的面貌 ,但这种面貌的表现并不是

单一的 ,在该地画工高超的驾驭能力之下 ,各种相异因素的融合呈现出多样发展的可能。这其中

的主导样式是汉藏并举的风格 ,即汉地佛画和藏传佛画风格表现得都很明显 , 让人一目了然为

汉藏兼融的壁画窟 ,如前面谈到的东千佛洞第 2窟。

此期敦煌壁画表现出的可贵之处在于 ,画工们在协调整窟的形象和风格时表现出的高超技

巧。试以榆林窟第 3窟为例。

我们来看它的壁画题材的选择( 如图示) ①:从这个示意图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洞窟壁画的

内容是显密混合的,其中两铺千手观音为汉密 ,各种曼荼罗为藏密 ,各种经变为显宗。但这些不

同渊源的佛教题材并没有造成整个洞窟风格的对峙或不协调 ,这并不是说画工们完全用同一种

方式、风格来绘制这些不同的佛教题材 , 实际上这些不同佛教内容的绘制方式都不同程度地体

现出它们渊源出处的基本绘制特征。总体而言 ,源于汉地佛教系统的题材都以线描为主要的表

现手段 ,构图相对灵活自由 ,整体风格与同期汉地审美趣味趋近 ,如文殊变、普贤变 ;而源于藏传

佛教系统的藏密题材 ,如各种曼荼罗 , 由于受到密宗绘制仪轨的限制 , 构图趋于程式化 , 造型方

① 段文杰:《榆林窟壁画艺术》,《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 1997年版 ,第 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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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色彩的倚重胜于对线条的使用 , 敷色多为平涂 , 人像处理明显带有藏传佛画的影

响 , 虽然这种影响表现得不如黑水城等地遗存的佛画那样强烈 , 但与汉地风格的造像

已是判然有别。

这样两种不同渊源的绘制方式是怎样相互协调的呢? 我认为是敦煌地区固有的审

美传统 ,也就是以汉地审美趣味为主导的艺术传统统摄了这些不同的内容题材。

以典型的藏密题材曼荼罗为例 , 该窟的曼荼罗绘制体现了坛城画的基本规格 :圆

坛与方城套叠 ,坛内安置佛像 ,四方有塔 ,塔侧有旗。与黑水城出土的曼荼罗画相比 ,区

别又是明显的 ,其一是画面疏朗 ,构图简化。我们可以将几幅曼荼罗作一比较 , 一是该

窟南壁东侧的观音曼荼罗( 图 4) ,一是黑水城出土的佛顶尊胜佛母木板曼荼罗( 图 5) ,

一是按照仪轨绘制的西藏唐卡上乐金刚与金刚亥母曼荼罗( 图 6) 。典型的西藏曼荼罗

绘制很复杂 , 方城中央的圆坛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外扩散 , 圆坛与方城之间的空隙分别

由各种装饰图案和佛教故事画填满 ,整个构图看上去极为繁复 ,带有浓厚的神秘氛围 ;

黑水城出土的木板坛城画就要疏朗许多 ,突出的是中央主尊、胁侍以及四方守护神灵的刻画 ,但

总体构图依然紧凑严谨 ,在方城与圆坛之间也尽量以各种精心绘制的装饰或器物来填充。相较

而言 ,榆林第 3窟的观音曼荼罗由于画面尺幅较大 ,画工主要是通过加大尊相神灵的尺寸来填

充画面 ,圆坛和方城之间 ,则通过扩大飘扬的旗帜的范围来填满 ,细节的处理上不是很精细 , 使

整个结构看上去随意而松散。

其二是造像汉化。虽然这些曼荼罗中的神灵塑造多少带有藏传佛画的风

格 ,比如佛陀的表现样式 , 胁侍菩萨的头饰、衣饰、三折式腰身 , 以及作为护法

神灵而出现的大黑天等等 ,但总体而言 ,这些因素都不如在黑水城藏传风格绘

画中表现得那样明显。比如佛陀的描绘基本与黑水城藏传风格佛陀的描绘接

近 ,但由于色彩处理上的差异而表现出明显的汉地审美趣味 ;又如对胁侍菩萨

的描绘 , 观音曼荼罗中的两侧胁侍 , 虽然衣饰接近藏传风格的绘制 , 但整个姿

态与藏传风格胁侍菩萨的表现已经有不同 ,三折式腰身表现不明显 ,也不是以

七分面朝向主尊。再如北壁西侧金刚界曼荼罗左下的供养菩萨( 图 7) ,虽然在

衣饰及身姿上保留了藏传风格供养菩萨的特征 , 但整个构图可以说是完全汉地审美趣味的 :在

月轮般的蓝色背景中 ,一株扶苏摇曳的树下 ,身着异域服饰的菩萨正在婆娑起舞 ,虽然该菩萨的

身材比例略有些失调 ,但并不影响整个画面的和谐优雅。与黑水城出土的同样优雅美丽的胁侍

菩萨、供养菩萨相比 ,这种菩萨造型可以说既带有汉地清新淡雅的审美趣味 ,又兼容了妩媚妖娆

的异域风情。

其三是色调清冷。与西藏唐卡及黑水城藏传风格绘画以红色为主基调的浓烈艳

丽的色彩风格相比 , 榆林第 3 窟的曼荼罗则是以青绿、灰蓝等冷色系列为主的清冷基

调 , 整体画面氛围显得疏远淡漠。这种用色上的差异根本性地显示出地域文化的差别

和截然不同的审美取向。当然榆林第 3 窟的整体风格以汉风为盛 , 相较而言 , 东千佛

洞第 2窟的藏传佛教艺术氛围更为浓郁。

在汉藏风格融合的过程中 , 除了这种汉藏并举的壁画形式 , 西夏后期壁画还出现

了几种与之相异然而风格鲜明的绘画样式。其一以榆林第 2窟为代表 , 其二以榆林第

29窟为代表。这两种风格都表现为典型的汉地绘画风格 ,但和唐五代以来的敦煌壁画

在造型、勾线和用色上又表现出一些不同的因素。

榆林第 2窟是一个画功技艺相当高超的洞窟 ,其西壁的两幅《水月观音》非常优美

( 图 8/ 9) :珞珈山岩上观音悠然倚石而坐 ,身光圆满如月轮 ,身后修竹数竿 ,座下碧水微

澜, 半空有纤云巧月。观音的衣纹变化以线描写出 ,极其流利圆转 ;山石纤云以凝练的

图案化方式构成 , 具有较强的装饰意味 ;画面以蓝绿为主基调 , 间以红、黄等暖色 , 清丽而不失

明媚 , 整体敷色厚重却有一种透明的质感 ;构图简约 , 意境空灵。此窟壁画虽然为一派汉系风

图 4 观音曼荼罗

图 5 佛顶尊胜佛母坛城画

图 6 上乐金刚与金刚亥

母坛城( 西藏地区现存早

期唐卡)

西夏时期敦煌壁画的变调与创新———敦煌壁画研究中被忽视的方面

119



文艺研究 2008年第 10期

图 7 供养菩萨

貌,但与敦煌壁画传统的绘制方式相比 ,其在线、色、形的表现上 ,明显增加了

新的因素。首先它不像榆林第 3窟的汉风绘画如文殊变、普贤变那样单纯突

出线描的功能 ,也不像传统敦煌壁画那样以线定形 ,然后随形敷色 ,而是色彩

和线条共同担负起了布局造型的功能 ,其中色彩的作用尤占主导。这种绘画

中对色彩功能的强调是否得之于藏传绘画样式的影响 , 还很难确定 , 但藏传

绘画对色彩的倚重确强于汉系绘画。同时 ,就画面布局而言 ,画师明显有意回

避了唐五代以来所形成的繁复、富丽的画面布局 , 而是突出重点 , 注意留白 ,

讲究虚实映衬 ,追求闲逸空灵的韵致 ,这是与汉地审美风尚的改变相呼应的 ,

体现了敦煌地区对于新的时代审美精神的敏感和接纳 ,只是时代没有给予这

种新的趣味以足够的成长时间。

榆林窟 29窟的经变画虽不像前面提到的作品那样精美 , 但也很有自己

的特点:基本是线描与敷色并重;山水背景退居次位 ,完全采用的是一种图案化、程式化的造型 ;

衣纹的勾勒也颇为程式化 ,并不追求自然飘逸之趣 ,倒有一种版刻的工整和凝重 ,这也许是兼融

了汉藏两种绘画技法后的产物。

总体而言 ,西夏时期敦煌壁画表现出的新面貌并没有越出敦煌艺术的大的风格传统 , 藏传

佛教的内容 , 基本上是以敦煌的艺术传统演绎的 , 在汉地佛画绘制方式的总

体制约下,藏传佛教绘画的因素被借用、吸收、改造、转化、糅合。这一时期敦

煌壁画最具魅力之处就在于这种微妙地糅合为一体的二元文化的品格。两种

文化因素并不都是水乳交融般融会得不着痕迹 ,甚至有时还让人觉得处理得

不免生硬 ,但正是在两种风格对峙的张力中 , 西夏后期敦煌艺术表现出多元

发展的可能。

3. 与同期汉地审美趣味的变化相呼应 ,取得了能够体现那个时代水平的

绘画成就

西夏时期敦煌壁画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由于藏传佛教艺术风格因素的

渗入而带来的新的风格境界 ,同时也体现在汉系佛画在自身的演进中发展出

的新技法、达到的新境界上 ,它们与同期汉地审美趣味的变化相呼应 ,足以体

现那个时代的绘画水平。

再以榆林窟第 3窟为例 ,前文已述,这是个兼融汉藏画风的洞窟。其中表现汉传佛教内容的

经变画无论是技艺还是整体的气韵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其南北两壁中部的巨幅净土变相 ,是

两幅规模宏大的界画作品 ,两铺经变以建筑为主体 , 画面的整体结构由长廊和重檐庙宇确定下

来 , 细部描绘得非常细致 , 众多的天国人物散布其间 , 或聚或散、或立或坐、

或歌或舞 ,安排得从容有度 ,整个画面严谨而不呆板 ,紧凑而不局促 , 显示了

西夏时期该地画工在界画上达到的较高水平。

艺术成就尤高的是西壁两铺文殊变和普贤变( 图 10/ 11) ,其突出的特征

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构图的别致 ,二是线描的水平 ,三是色彩的运用。就构

图而言 ,奇伟的自然山水与庄严缥缈的神仙世界和谐地融为一体 , 前景中云

气弥漫 , 普贤、文殊安详地坐于白象、青狮之上 , 四周圣众环绕 , 疏落有致地

散布于云气之中 ;云层之后是大面积的山水 ,山石高耸 ,奇峰兀立 ;山间云气

环绕 , 楼阁掩映 , 时有各种瑞相显现 ;其下山海相接 , 波浪翻涌 ;山后是平畴

远旷 ,悠渺广阔。整个构图疏密有致 ,透视合理。自然山水虽作为背景、远景

而出现 , 但几乎占到整个构图的一半 , 一改此前的敦煌经变画以庭台楼阁、

歌舞伎乐充塞画面的现象。自然山川在经变画中占到这样的地位 ,明显是受到宋以后山水画大

兴的因素的影响。这样的构图将两幅变相提升到了一种新的审美境界 :山水因为神灵的出现 ,

更显清幽宁静、远离尘嚣 ;而神灵腾云驾雾于山水间 , 则更显缥缈灵异的法力和超然出尘的境

图 8 水月观音 1

图 9 水月观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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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普贤菩萨

图 11 文殊菩萨

① 汤垕 :《画鉴·唐画》,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文物出版社 1982年版 ,第 178页。

界,这是一种将自然与神仙世界合二为一的汉地审美传统的形象再现。

这两幅变相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在于以线造型的能力上 , 可以说它们

是我国现存古代少有的工笔淡彩的壁画杰作。两幅变相中 ,云气、海浪、人

物全用线描写出 ,通过不同风格的线 ,云气的蒸腾弥漫、海水的起伏动荡、

人物的肌理身姿、衣饰的飘拂动态乃至质感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总体而

言 , 这两幅变相用线偏于细密、遒劲 , 乍一看 , 在绘制上没有什么大的差

别 , 但仔细观摩 , 我们会发现其用线不仅变化多端 , 而且随描绘对象的改

变而变化 ,形成了许多微妙的差别 ,非常耐看。比如两幅画中的云纹勾勒

方式不同 , 普贤变中以单线勾勒 , 云纹基本以一种接近圆形的方式内卷 ,

并聚集成团状;而文殊变中则以双线勾勒出连绵成片的云朵 ,云朵呈扁平状 ,双线之内不再添加

其他线纹。两者相较 ,前者更具蒸腾弥漫之势 ,后者则更富装饰意味。又如对两位主尊的描绘也

存在细小的差别 :普贤菩萨被塑造为一女性神灵的模样 , 裸露的肌肤部分以中锋运笔 , 铁线勾

勒 ,表现出肌肤丰满而富于弹性的质感 ,衣饰以流畅而遒劲的钉头鼠尾描勾勒 ,与传为北宋武宗

元的名作《朝元仙仗图》笔法接近 , 线条极富韵律和节奏感 , 将普贤表现得端庄而不

失妩媚;而文殊菩萨则是一副男性神灵的模样 , 除了头部和手脚外 , 全身着装 , 线纹

繁密、坚挺 ,多采用极富顿挫感的折芦描 , 与普贤的造型相比 , 表现出更多的阳刚气

质。

就色彩而言,其突出的特点在于 ,色彩的功能降低到了极次要的地位 ,两幅变相

几乎就是接近白描的作品 ,只是在菩萨圣众的头光、身光、发髻、莲座、衣饰等处施以

少量的淡彩 ,而且色不压线 , 所谓“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①, 益发突出了线描的造型

功能。这种画法首创于唐吴道子 ,至宋李公麟发扬光大。两幅壁画洗尽铅华 ,却别有

一种华美隽永的韵致 ,苏轼云“发纤秾于简古 ,寄至味于淡薄”,与此境界正相契合。

同样杰出的还有前述榆林第 2窟中的两幅水月观音 ,其突出的成就不在于局部

技巧的发挥 ,而在于整体意境的营造。其造境静谧空灵 ,有着“落花无言 ,人淡如菊”

的典雅 ,和“不着一字 ,尽得风流”的含蓄。而此前敦煌壁画的风格总体表现为富丽华

贵 ,这种新境界的出现表明了敦煌壁画和内地绘画艺术一样 , 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审

美时代。

无论是榆林窟第 3窟还是第 2窟的汉风绘画 ,都显示出一种趋势 ,那就是除繁就简 ,转寻象

外之境。在经历了六朝的奇幻、隋唐的华美之后 ,西夏后期敦煌壁画另辟蹊径 ,摈弃色彩的交响 ,

寻求笔墨的变化 ,追求超逸的韵致。对于敦煌的传统风格而言 ,这是一次转型 ,而对于汉民族艺

术,却是一次大的趋同 ,是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审美追求。

总体而言 ,五代以后 ,敦煌壁画已呈现出明显的颓势。大唐壁画是一种无法复制的辉煌 ,站

在曹氏归义军时期满绘壁画的巨大的石窟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刻意摹写的努力 , 奈何形与

势皆难以企及。敦煌壁画发展至此 ,真的需要一种变数 ,西夏后期壁画出现的转向正顺应了这

种需求。藏传绘画因素的渗入 ,带来了新的风格和技巧 ,刺激了西夏敦煌壁画新面貌的产生和

多样化发展的可能;而汉系佛画发展至此 ,也呈现出成功转型的征兆 ,虽然这些变化都随政局的

动荡戛然而止 ,但西夏敦煌壁画的成就与独特地位不应由此而被忽视和遗忘。

( 作者单位 上海艺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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